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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净生产力生态足迹模型的工业碳排放效应、影响
因素与情景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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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不同类型城市东营和滨州为例，采用基于净生产力的生态足迹模型测度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两市工业碳排放效应，利用

弹性系数模型对工业碳排放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对比，通过情景模拟分析了基准和低碳情景下两市的可持续低碳发展

潜力。 研究结果显示：（１）东营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明显高于滨州， 两市的碳排放生态足迹总体上都处于上升趋势，年均

增长率分别为 １２．７９％和 ６．１６％，这与两市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同有关；（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东营工业碳排

放生态足迹当量主导影响因素组合变化为“耕地面积⁃土地城镇化率⁃能源结构系数”转化为“耕地面积⁃人口规模⁃能源结构系

数”到“耕地面积⁃人口规模⁃第二产业比重”；滨州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的主导因素组合一直为“人口规模⁃土地城镇化率⁃能源结构系

数”；（３）通过情景模拟分析 ２０２０ 年东营、滨州的低碳发展潜力：基准和低碳情景下，滨州生态赤字分别为东营的 １０ 倍和 ２．６

倍；就“减排”潜力而言，滨州远远高于东营，但实现低碳情景是工业 ＧＤＰ 增长从现阶段 ２０．６％骤降到 ６．５％为代价，对产业结构

调整升级要求很高。 对东营而言，低碳情景的实现不仅要将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一倍，更要保证大量重要“碳汇”资源的恢复与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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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ｏｆ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ｗａ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ｔｅｎ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ｔｈａｔ ｏｆ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２． ６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ａｎｄ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ｆ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ｉ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 ｏｆ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ｓｌｏｗｄｏｗ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６ ｔｏ ６．５％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ＤＰ，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ｆｏｒｃｉｂｌｙ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ｈｉｇ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ｌ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ｙ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ｃｅｎ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全球气候变暖与地球系统碳循环的改变密切相关，人类对化石能源的无节制使用被认为是导致温室气体

排放的首要原因。 根据 ＩＰＣＣ 公布结果，每年人类向大气排放 ８．０Ｐｇ 碳，其中化石燃料贡献 ６．３Ｇｔ，工业部门为

化石燃料重要消费来源。 根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 １９７８ 年以来化石能源燃烧所带来的碳排放年均增速 ５．
２％，且未来成倍增长趋势难以逆转［１］。 另外，森林无节制砍伐、农地不恰当耕作、草场过度放牧等人类对土地

利用 ／覆被的改变（ＬＵＣＣ）强烈影响了“碳汇”分布，是仅次于化石燃料排放的全球第二大源［２］。 同时，耕地占

补政策执行过程中缺少对生态安全的考虑，“占一补一”的原则容易造成“耕地后备资源无限”的错误认识，一
些地方政府为了换取建设用地指标不惜把湿地、林地、草地、生态保护区等开垦为耕地［３］，严重破坏生态系统

自净能力。 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气候危机与以上这些因素有着必然联系，自然资源、工业化发展、约束性耕地

政策是如何影响不同城市工业碳排放对生态的压力，这是本研究要探讨的要点。
传统的生态足迹模型基于碳吸收替代原理，忽略了林地以外其他用地的碳吸收贡献［４］。 净初级生产力

（ＮＰＰ）指绿色植物单位时间单位面积扣除自身呼吸作用后的生产净值，综合反应了各类土地生产力和碳吸

收能力，能够真实反应能源消费的空间占用水平［５］，因此被广泛应用于人类对物质资源的消耗与环境压力之

间的关联研究。 如方恺等［６］在综合考虑能源、大气、植被和土地利用相互作用关系基础上，利用基于 ＮＰＰ 的

生态足迹模型测算全球能源足迹，反应了能源消费的空间占用平均水平；Ｓｉｃｈｅ 等［７］ 将 ＮＰＰ 模型与能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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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来测算秘鲁的人口承载力，发现其测算值远远低于传统模型的估算结果。 学者对碳排放效应影响因素

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Ｃａｓｌｅｒ 等［８］采用 ＫＬＥＭ 模型分析了美国碳排放结构，认为新能源的使用是碳排放下降

的主要原因；Ｓｃｈｉｐｐｅｒ 等［９］用因素分解法解释了 １９９０ 年以来 １３ 个 ＩＥＡ 国家 ９ 个制造部门碳排放强度增长

原因。
由于区域土地利用数据具有一定的保密性，遥感解译结果又有一定的误差，所以目前生态足迹的研究单

元以大尺度为主，区域微观尺度研究相对不足，针对生态环境脆弱区的研究更少。 但是微观尺度例如市级行

政区，是政策实施的重要行政单位，对“减排”政策制定、实施和反馈有重要意义。 另外，目前对于不同类型城

市碳排放差异研究比较少，特别是针对工业城市和农业城市。 现代工业城市和传统农业城市工业化程度和工

业结构差异都很大。 深入研究同一区域不同类型城市工业碳排放效应和影响因素，有利于提出差别化“减
排”政策。

黄河三角洲很大一部分区域位于山东省，同时山东省经济增长对工业依赖程度很高［１０］。 该区土壤盐碱

化普遍，土地退化严重，生态恢复重构能力比较弱［１１］，属于典型生态脆弱区域，研究工业碳排放对生态环境的

压力意义重大。 近年来，黄河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迅速，同时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也极其严重，特别

是毁灭森林、排干湿地、城市蔓延等活动，严重破坏生态系统自净能力，导致大量碳被释放到大气中，付出了沉

重的生态代价。 为了促进黄河三角洲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探求可持续低碳发展之路，本文以该区

域现代工业城市东营和传统农业城市滨州两个典型不同类型城市为例，采用基于 ＮＰＰ 生态足迹模型测度工

业碳排放效应，采用弹性系数对比分析其工业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主导因素，深入讨论同一区域不同类型城

市工业碳排放效应的演变机理和驱动因素的异同， 最后通过情景模拟分析了基准和低碳情景下东营和滨州

的可持续低碳发展潜力。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

东营市、滨州市共处黄河三角洲腹地，是黄三角高效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城市，是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开发的重点区域。

东营多年平均气温 １２．８ 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 ５５５．９ 毫米。 全市土地总面积 ８２４３．２６ 平方公里，黄河流

经全市 １３８ 公里，海岸线长达 ４１３ 公里。 至 ２０１４ 年底，东营市耕地总面积 ２２３１５４．１９ 公顷，其中水浇地占耕地

面积的 ７４．７２％。 东营以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以及低廉的劳动成本和便利的港口资源成为我国东部工业

强市，２０１４ 年以人均 ＧＤＰ１６９０００ 元，位列山东省首位，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３．６：６８．４：２８．０，快速增长的经济社

会发展也对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
滨州年平均降水量 ６３２．０ 毫米，多年平均气温 １３．５℃。 全市土地总面积 ９４４５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２３８．９

公里。 滨州耕地资源丰富，到 ２０１４ 年底，全市农用地面积为 ５７０９９４．６８ 公顷，其中耕地面积为 ４６５９１４．８１ 公

顷，占全市农用地面积的 ８２％，远远高于全国的 ２０．９％的平均水平。 ２０１４ 年人均 ＧＤＰ ６０８００ 元，位列山东省

第七，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９．７：５０．３：４０．０。 滨州是农业大市，已初步搭建起商品粮、棉花、蔬菜、食用菌、桑
蚕、水果、畜牧、水产等八大主导产业，同时工业发展在省内处于较落后位置。
１．２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研究工业化进程中化石燃料所引起的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能源数据分别来源于 ２００６ 到 ２０１５
年的东营与滨州统计年鉴中的工业部分。 两市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于两市国土部门提供的历年土地利用变更

调查数据。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工业碳排放测算方法

工业碳排放主要分为能源燃烧碳排和工业过程排放，本文仅讨论前者，其主要来源是原煤、焦炭、汽油、煤

３　 １１ 期 　 　 　 夏楚瑜　 等：基于净生产力生态足迹模型的工业碳排放效应、影响因素与情景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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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油、柴油、燃料、天然气和电力等能源，计算时将其消耗量换算成标准煤量，采用 ＩＰＣＣ 提供的计算公式：

Ｃ ＝ ∑Ｃ ｉ ＝ ∑Ｅ ｉ × Ｋ ｉ （１）

式中，Ｃ 为碳排放量，Ｅ ｉ为第 ｉ 种能源消耗的标准煤量，Ｋ ｉ为第 ｉ 中能源的能源排放系数（见表 １）。

表 １　 能源碳排放系数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名称
Ｔｙｐｅ

标准煤换算系数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ａｌ

碳排放系数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名称
Ｔｙｐｅ

标准煤换算系数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ａｌ

碳排放系数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煤炭 Ｒａｗ ｃｏａｌ ０．７１４３ ０．７５５９ 焦炭 Ｃｏｋｅ ０．９７１４ ０．８５５０

原油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１．４２８６ ０．５８５７ 汽油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 １．４７１４ ０．５５３８

煤油 Ｋｅｒｏｓｅｎｅ １．４７１４ ０．５７１４ 柴油 Ｄｉｅｓｅｌ ｏｉｌ １．４５７１ ０．５９２１

燃料油 Ｆｕｅｌ ｏｉｌ １．４２８６ ０．６１８５ 天然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１．２１４３ ０．４４８３

电力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０．４０４０ ０．７９３５

　 　 该表的系数来源自文献［１２］

２．２　 基于 ＮＰＰ 的生态足迹当量测算

生态足迹当量用以测度人类能源消费碳排放对生态空间的占用情况［１３］。 本文综合考虑 ＵＳＤＥ（美国能

源部）公布的全球生态用地的 ＮＰＰ 值和 Ｖｅｎｅｔｏｕｌｉｓ 等［１４］的研究成果（表 ２），其生态足迹当量公式如下［６］：

ＥＥＦ ＝ Ｃ

ＮＰＰ
＝

ＣＯ２

∑Ａ ｊ × ＮＰＰ ｊ

∑Ａ ｊ

（２）

式中，ＥＥＦ 为工业碳排放的生态足迹当量，Ｃ 是工业生产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总量，ＮＰＰ ｊ是第 ｊ 类生态系统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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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生产力，Ａ ｊ为第 ｊ 类生态系统对应的土地面积。

表 ２　 已经研究公布的各地类 ＮＰＰ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ＰＰ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ｏｕｒｃｅ

土地类型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海洋
Ｏｃｅａｎ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 ｌａｎｄ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ＮＰＰ ／ （ ｔＣ ／ ｈｍ２ ／ ｙｅａｒ） ４．２４３ ６．５８３ ４．８３５ ５．３４４ ０．９５９ ０．９９７ １１．８００

　 　 该表的系数来源自文献［１２］

２．３　 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弹性系数计算方法及影响因子选择

本文通过弹性系数来测度各因素对碳排放生态足迹的驱动作用，其计算公式如下：

ｎ＝ΔＥＥＦ ／ ＥＥＦ
ΔＸ ／ Ｘ

（３）

式中，Ｘ 为影响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的因素，ｎ 为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弹性系数。
在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压力方面，通常采用人口、富裕和技术的随机回归模型 ＳＴＩＲＰＡＴ［１５］。 利用该

模型可分析能源足迹与人口、现代化指标（城市化、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基于扩展的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选
择人口规模、单位 ＧＤＰ 耗能、能源结构系数、土地城镇化率、耕地面积、第二产业比重作为影响东营市和滨州

市的碳排放生态足迹的因素［１６⁃１８］。 其中能源结构系数是碳排放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标准煤）之比，反应了

节能水平。
２．４　 生态足迹当量赤字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生态足迹当量赤字来衡量不同地区的环境可持续性。 生态足迹当量赤字的计算公式为［１９］：
ＥＥＦＤ＝ＥＥＦ－ＥＥＦＢ （４）

式中，ＥＥＦＤ 为生态足迹当量赤字，ＥＥＦ 为生态足迹当量，ＥＥＦＢ 为生态足迹当量边界。 当 ＥＥＦ 大于

ＥＥＦＢ 时，产生生态赤字，赤字越大说明环境越不可持续。 方恺等［２０］ 基于 Ｒｏｃｋｓｔｒöｍ 的行星碳边界的两项控

制变量（大气 ＣＯ２浓度≤３５０×１０－６，辐射强迫值≤１ Ｗ／ ｍ２），提出了各国的人均碳边界阈值，统一设定为

２．５ｔＣＯ２－ｅｑ ／ ａ。 ＩＰＣＣ 报告指出全球 ７５％的“碳源”来自城市地区，故本文以 １．８７５ｔＣＯ２－ｅｑ ／ ａ 作为工业碳环境

边界。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碳排放、强度和生态足迹当量变化分析

从两市工业碳排放总量（图 ２、图 ３）来看，东营由于工业发展程度远远高于滨州，其碳排放总量和排放强

度都明显高于滨州。 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滨州碳排放强度减少了 ６８．８％，而东营则呈现阶段性特征：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年减少了 １８．３４％，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增加了 ３６．０１％。 究其原因主要是：第一，东营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重工平均增

长速度（１６．７％）远远低于轻工业（５９．７％），同时期滨州重工业平均增长速度（２９．６％）与轻工平均增长速度

（２９．９％）相差无几，但是很多重工行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国外需求大

幅下降，严重冲击滨州重工业发展；第二，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滨州霍夫曼系数变化为：１．６３—１．５８—１．３０，同时期东营

的霍夫曼系数变化为：０．６７－０．５１－０．３。 根据霍夫曼系数分级表（表 ３），东营处于工业化第四阶段，工业发展已

具备一定基础，金融危机对于东营是一次工业转型的契机，大部分粗放型工业企业遭到淘汰，科技集中型工业

得到发展。 而尚处于第二阶段的滨州工业产业大多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工业基础薄弱，难以将危机化为

契机。
从工业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来看，东营和滨州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总体上都处于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

分别为 １２．７９％和 ６．１６％（图 ３）。 ２０１２ 年之前，滨州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高于东营市，２０１２ 年之后被东营超

过。 由图 ４ 可见，与滨州相比，东营拥有大量湿地和水体等“碳汇”资源。 随着城市化发展，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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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东营建设用地幅增达 ２９％，耕地增加了 １．６％，围湖造田、围河造田、毁林造田等补充耕地的行为使得湿地

和林地分别减少了 １．７％和 ４．７％，生态系统自净能力受到严重威胁。 同时期滨州建设用地只增加 ９％，湿地资

源未出现明显减少，而林地还增加了 ２６％，生态服务系统维持稳定。

图 ２　 东营和滨州碳排放和生态足迹变化图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ｉ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图 ３　 东营和滨州碳排放强度变化图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表 ３　 霍夫曼系数分级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霍夫曼系数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工业化阶段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霍夫曼系数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工业化阶段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５（＋—１） 工业化第一阶段 ２．５（＋—１） 工业化第二阶段

１（＋－０．５） 工业化第三阶段 ＜１ 工业化第四阶段

图 ４　 东营和滨州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图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３．２　 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影响因素分析

３．２．１　 主导促进因素分析

基于碳排放生态足迹弹性系数确定引起东营工业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增加的主导因素包括耕地面积、土
地城镇化率和人口规模，引起滨州工业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增加的主导因素是土地城镇化率和人口规模（表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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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将东营市工业碳排放生态足迹的主导促进因素划分为 ２ 个时期：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为耕地面积－土地城镇化率

主导时期，２００８ 到 ２０１４ 为耕地面积⁃人口规模主导时期。 东营 ２００８ 年工矿用地占建设用地总面积 ６４％，远远

高于 １０％到 １５％的合理水平［２１］，土地城镇化质量较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以耕地面积和人口规模为前两位影响因

素，而土地城镇化率的影响作用降低。 这是因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走低，工业用地比

例持续下降，土地城镇化的质量逐渐提高。 总体而言，耕地面积的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弹性系数平均值远远

大于土地城镇化率和人口规模的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弹性系数平均值。 显而易见，耕地一直是碳排放生态足

迹增长主导因素。 根据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２００４ 到 ２０１２ 东营市年均新增建设用地占耕地 ５５２ 公顷。 而

根据国土资源部“占一补一”的耕地占补平衡和保护政策，需要补充至少同等数量的耕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
量湿地、林地被开垦成耕地，而这两类生态用地恰恰是重要碳汇。 据报道，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０８ 年，东营市 １４％的

灌丛湿地、芦苇湿地与河流湿地转化为耕地［２２］，生态系统自净能力受到威胁。
对滨州而言，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其工业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促进因素一直为人口规模－土地城镇化率组合。 人

口规模和土地城镇化率的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弹性系数平均值分别为 ３１．７６ 和 １４．７３，人口规模一直是滨州

碳排放生态足迹增长的第一位促进因素。 从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４ 年，滨州人口城镇率和土地城镇化率的年均增长数

分别是和 ７．４％和 ５％，，大量新增非农人口因工作、住等问题间接产生大量生产能耗。 另外，工业用地规模年

均增长 １７．８％，以工业化为驱动的低质量城镇化拉动了能源消费。 按照平均人口城镇化率和 Ｎｏｒｔｈａｍ 城镇化

发展三阶段划分思想［２３］，滨州尚属于第二阶段初期，人口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强度呈倒 Ｕ 型关系，人口城镇

化是促进碳排放的增加主要推动力［２４］。
两市相比，耕地并不是促进滨州工业碳排放主导因素，因滨州本身为农业大市，耕地及后备资源比较丰

富，并不像东营那样需要侵占其他生态用地来保证耕地占补平衡；滨州碳排放促进主导因素长期以来比较稳

定，而东营市却有阶段性变化，主要原因是东营市已经进入工业化转型和城市化转型时期，越来越开始重视工

业化和城市化质量。

表 ４　 碳排放生态足迹促进因素（１—２位组合序列）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１ｓｔ ａｎｄ ２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ＥＦ

城市
Ｃｉｔｙ

年份
Ｙｅａｒ

第一位因素

１ｓ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弹性系数平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第二位因素

２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弹性系数平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东营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耕地面积 ２００．１５ 土地城镇化率

人口规模
１０．３
３５．６

滨州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人口规模 ３１．７６ 土地城镇化率 １４．７４

３．２．２　 主导抑制因素分析

对于东营而言，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两个阶段，工业碳排放生态足迹的主导抑制因素分别为

能源结构系数和第二产业比重，其弹性系数平均值分别为－２３．４ 和－７．４（表 ５）。 主导抑制因素变化是因为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对于粗放高耗能型工业产生巨大冲击，但这同时也是淘汰落后产能企业、促进工业结构升级

的一个契机，但第二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变化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滞后性［２５］ 故其减排效应也有一定的

滞后性。
对于滨州，工业碳排放生态足迹的抑制主导因素一直为能源结构系数，其弹性系数平均值为－１１．９。 一方

面滨州所处的工业化初期发展阶段决定了其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能源调整结构的潜力很大；另一方面，滨州

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能，政府大力推进秸秆等生物质废料、城市垃圾在燃料方面的应用。
两市最大的区别在于东营的主导抑制因素逐渐由能源结构系数转变为第二产业比重，滨州的抑制作用一

直为能源结构系数。 共同点在于两市抑制因素对生态足迹当量的影响作用并不能抵消其他促进因素的作用，
未来“减排”任道而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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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碳排放生态足迹抑制主导因素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ｅｓ １ｓ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ＥＦ

城市
Ｃｉｔｙ

年份
Ｙｅａｒ

第一位因素
１ｓ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弹性系数平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东营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能源结构系数 －２３．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第二产业比重 －７．４

滨州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能源结构系数 －１１．９

　 　 由于抑制因素比较少，则取第一位

图 ５　 东营和滨州碳排放生态足迹主要抑制因素变化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ｉｎ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ＥＥＦ

３．２．３　 次要因素分析

单位 ＧＤＰ 耗能代表了能源利用水平和节能程度，
对碳排放生态足迹影响并不大，但数值上有正负变化。
由图 ５ 可知， ２００８ 以后东营单位 ＧＤＰ 耗能的碳排放生

态足迹当量弹性系数出现负值，这是因为金融危机淘汰

了一部分粗放高耗能企业，之后能源利用效率开始提

升，尽管提升得并不稳定，但工业逐步向集约、低耗能发

展。 对滨州而言，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弹性系数虽有波

动但是一直为正，说明能源利用水平一直没有很大提

升，主要是因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且工业转型比较

困难。
３．３　 低碳发展潜力情景模拟

３．３．１　 情景构建

以 ２０２０ 年为目标期，采用情景模拟方法，设置东营、滨州两市工业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赤字的基准、低碳

两种情景考察不同减排政策、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经济发展模式下两市工业碳排放可持续潜力。 具体参数

设定见表 ６：
（１）基准情景：依据城市近年来工业 ＧＤＰ、人口增长、单位工业 ＧＤＰ 碳排放变化率和 ＮＰＰ 值分别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为东营和滨州情景设定参数惯性发展参考时期。 建设用地规模预测依照土地利

用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最大预期性规模：东营和滨州分别为 １２９１７３ 公顷和 １６７１３０ 公顷。
（２）低碳情景：在基准情景的基础上，结合 “十三五”规划要求 ＧＤＰ 增速最低为 ６．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要求人口增长率在 ４‰以下的目标，考虑 “哥本哈根”会议达成的减排目标（２０２０ 年单位 ＧＤＰ 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减少 ４０％—４５％）和两市生态保护相关规划、政策措施（《东营自然保护区规划》规定至 ２０２０ 年湿地恢

复 ７６４１ 公顷，植物保护与植被恢复 ４５９９ 公顷），实现低碳发展的目标。；建设用地规模按照惯性期发展进行预

测：东营和滨州分为 ９８９５９ 和 １５４１２１ 公顷。

表 ６　 东营、滨州情景设定及参数表述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行政区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情景设定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ｓｅｔｔｉｎｇ

参数设定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

工业 ＧＤＰ 变化率 人口变化率
单位工业 ＧＤＰ
碳排放变化率

ＮＰＰ 值

东营 基准 ７．５％ ７‰ －６．７％ ６．１５

低碳 ６．５％ ４‰ －１３．４％ ６．４６

滨州 基准 ２０．６％ ３．６‰ １４．２％ ４．４５

低碳 ６．５％ ３．６‰ －３％ ４．５４

３．３．２　 情景模拟分析

基于以上情景设置，得到东营、滨州不同情景下的人均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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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基准、低碳情景下，人均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赤字分别为 １ 和 ０．５ ｔＣ ／ ｈｍ２，滨州基准和低碳情景下的

人均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赤字分别为 ９．７ 和 １．３４ ｔＣ ／ ｈｍ２。
基准情景下，经济、人口增长仍然保持惯性发展，工业依旧是拉动 ＧＤＰ 的主力，生态保护政策沿用当前现

行政策。 按照这种惯性发展，两市人均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赤字仍远远高于我国平均水平［１９］，其中滨州的生

态赤字为东营的近十倍。 低碳情景下，两市生态赤字明显下降，其中滨州为东营的 ２．６ 倍。 两市低碳情景的

实现都要求土地利用规划、自然保护区规划、城市生态规划等多项规划能够有效执行到具体地块上，这对部门

之间的合作、协调要求非常高。 就“减排”潜力而言，滨州远远高于东营，但是这种低碳情景是以滨州的工业

ＧＤＰ 增长从现阶段 ２０．６％骤降到 ６．５％为代价，需要对工业发展实施非常严格的管制措施，强制淘汰高耗能企

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三产业完成，对产业升级要求很高。 因此滨州政府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技术

创新体系建设，促使工业发展阶段由初级向高级、低碳化转化。 尽管减排短期来看会延缓滨州经济发展，对于

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是有益的。 对于东营而言，低碳情景的实现不仅要将能源利用效率提

高一倍，更要保证重要“碳汇”的恢复与重建。 由于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本来主要是临河近海的脆弱盐

碱地，黄河淤积而成的沙性土壤一旦表层裸露很容易荒漠化，７６４１ 公顷的湿地恢复计划行之不易。

４　 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基于净初级生产力的碳排放生态足迹方法和弹性系数分析方法，对比分析了东营和滨州两市在

工业化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耗的异同，探讨了不同时期其工业碳排放生态足迹当量的主

导因素和次要因素，最后通过情景模拟分析了基准和低碳情景下两市可持续低碳发展潜力。 研究结论主要体

现在以下方面：
（１）东营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明显高于滨州， 两市的碳排放生态足迹总体上都处于上升趋势，年均

增长率分别为 １２．７９％和 ６．１６％。
（２）东营的工业碳排放生态足迹影响因素变化可以分为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到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这三

个阶段，主导因素的组合变化由“耕地面积⁃土地城镇化率⁃能源结构系数”转化为“耕地面积⁃人口规模⁃能源

结构系数”到“耕地面积⁃人口规模⁃第二产业比重”。 滨州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的主导因素组合一直为“人口规模⁃
土地城镇化率⁃能源结构系数”。 值得注意的是，耕地面积长期是东营的主导因素，这与东营本身自然资源禀

赋密切相关。 城市化进程中，东营为了保证“耕地占补平衡”，大量重要“碳汇” （湿地、林地）被开垦成耕地，
严重影响自然生态系统自净能力。 滨州为农业大市，耕地资源及其后备资源丰富，生态用地未受到“耕地占

补平衡”政策的强烈影响。
（３）东营和滨州分别处于工业化第四阶段和第二阶段，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后，东营碳排放强度呈上升趋

势，而滨州持续下降，这与两市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显著相关。 面对金融危机，东营已经累积一定的资金和

技术，大部分粗放工业企业遭到淘汰，科技集中型工业得到发展，更容易进行工业升级，而滨州工业化发展处

于较初级阶段，工业产业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技术效率和水平较低，转型困难。
（４）通过情景模拟分析 ２０２０ 年东营、滨州的低碳发展潜力发现，基准和低碳两种情景下，滨州的生态赤

字分别为东营的近 １０ 倍和 ２．６ 倍。 就“减排”潜力而言，滨州远远高于东营，但是这种低碳情景是以滨州的工

业 ＧＤＰ 增长从现阶段 ２０．６％骤降到 ６．５％为代价，需要实施非常严格的工业发展管制措施，对产业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要求很高。 对东营而言，低碳情景的实现不仅要将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一倍，更要保证大量重要

“碳汇”资源的恢复与重建。
鉴于以上研究结论，对东营和滨州“减排”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差别化建议：
就东营而言，一方面近期应逐步实现重要“碳汇”（湿地、林地）的恢复，加强自然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另

一方面在土地利用规划实施过程中，要加强“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监督，不能以牺牲生态用地为代价盲目追

求“占一补一”。 对滨州来说，加快淘汰粗放高耗工业，大力引入先进成熟的节能工艺和设备，推进工业升级

９　 １１ 期 　 　 　 夏楚瑜　 等：基于净生产力生态足迹模型的工业碳排放效应、影响因素与情景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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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结构调整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保证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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